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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本文将低碳城市和创新型城市双试点作为研究对象，基于2007年至2020年中国282个城市的面板数据，使用多期DID模型实证检验双试点城市建设对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效果及其作用机制。实证结果表明，相较于非双试点城市，双试点政策能显著促进城市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增长，并且，相较于单试点政策，低碳城市和创新型双试点城市建设对地区经济绿色发展的推动作用更为明显。进一步研究发现，双试点城市可以通过提升城市绿色技术创新水平与优化产业结构两条途径促进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增长。异质性分析表明，双试点城市建设对东部城市和非资源型城市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促进作用更为明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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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Study on the Impact of Double Pilot Policies on Green Total Factor Productivity
——Quasi natural experiment based on dual pilot policy of low-carbon city and innovative city
LINA Chen，YANG BAI，
(School of Economics and Management, Southwest Universit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Mianyang 621010,China）
Abstract：This paper takes the dual pilot low-carbon cities and innovative cities as the research object, and uses a multi-period DID model to empirically examine the effect of dual pilot city construction on green total factor productivity and its mechanism of action based on panel data of 282 cities in China from 2007 to 2020. The empirical results show that compared with non-dual pilot cities, the dual pilot policy can significantly promote the growth of green total factor productivity in cities, and, compared with the single pilot policy, the construction of low-carbon cities and innovative dual pilot cities has a more significant effect on the green development of regional economies. Further study finds that the dual pilot cities can promote green total factor productivity growth through two ways: improving the level of green technology innovation and optimizing industrial structure. The heterogeneity analysis shows that the dual pilot city construction has a more obvious role in promoting green total factor productivity in eastern cities and non-resource-based citi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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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革开放四十年来，中国经济发展迅速，已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然而，传统的粗放型经济增长模式给生态环境带来了一系列问题。因此，改变传统发展模式，实现经济向绿色、可持续发展转型已迫在眉睫。党的二十大报告明确指出要加快发展方式绿色转型，而实现经济高质量发展和绿色转型的一个重要途径是要提高全要素生产率。但是随着时代的发展，仅仅依靠传统的全要素生产率不能具体、详尽地反映出经济发展的程度和质量。因此，相对于传统全要素生产率而言，将环境因素纳入全要素生产率核算中得到的绿色全要素生产率（GTFP）更能反映出经济的绿色增长以及可持续发展水平。
作为当今世界上最大的温室气体排放国，中国开展了一系列的碳减排实践活动，致力于通过建立低碳城市试点等手段来推动绿色发展，实现经济绿色转型。绿色发展要以科技创新为动力，是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重要内容。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强调“创新是引领发展的第一动力”、“要把创新作为一项国策”，将创新发展摆在重中之重的位置｡作为创新的空间承载者和创新驱动力的集中地，城市是发展绿色经济的责任主体和必不可少的行动单位。为加快建设创新型城市，早在2006年中国就将建设创新型国家确立为国家战略，科技部在2008年探索出台了创新型城市试点政策，将深圳设立为我国首个创新型城市。作为我国绿色发展理念和创新发展理念的实践，低碳城市和创新型城市的建设过程均能助力经济绿色转型。
学术界对低碳城市和创新型城市单一试点政策的实施效果进行了大量的探讨，而对于低碳城市和创新型城市双试点政策的研究存在不足。相对于单试点政策而言，双试点城市建设是否更有效？如果更有效，其作用机制又如何？对这些问题的探讨，无疑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从理论上，本研究讨论了中国双试点政策实施后，各试点地区GTFP的变化情况，从双试点政策的角度拓展了城市绿色转型的外部驱动因素研究。其次，通过对其作用机制的分析，为建设双试点城市提供理论依据。从现实意义上来看，本文通过对双试点地区绿色经济发展状况进行评估，明确了双试点政策对绿色发展的促进作用，助力双试点城市建设。同时，从城市地理位置以及资源禀赋情况出发，对双试点政策实施效果进行异质性分析，为今后建设其他双试点城市提供参考。由此，本文使用多期DID模型，探讨双试点城市建设对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情况，对进一步优化试点政策，推动绿色经济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1文献综述
自低碳城市试点政策和创新型城市试点政策推行以来，学者们对低碳城市试点政策和创新型城市试点政策的实施效果展开了大量的研究，主要是从生态效益和社会效益两个层面进行探索。关于生态效益层面，周迪[1]、张华[2]、郭沛[3]等学者，利用双重差分法，实证检验了低碳城市试点政策对碳排放的抑制作用。但从动态效应上来看，张华[2]认为低碳城市试点政策对碳排放强度降低具有显著且持续的推动作用，而周迪[1]发现低碳城市试点政策的碳减排效应会在试点后的第五年和第六年后消失。并且，在进一步的研究中发现，低碳试点政策会对邻接非试点城市产生“鲶鱼效应”，这种效应会促进邻接非试点城市碳减排[4]。同样，大量学者也通过准自然实验证明了创新型城市试点政策的减排效果[5-7]。徐正丽等[5]发现创新型城市试点政策的碳减排效果主要通过技术创新、结构优化和资源配置效应来实现，其中技术创新效应最能促进碳减排。张华等[6]认为创新型城市能得到政府的政策支持，通过优化资源配置和不断提高研发投入强度来改善试点城市的创新环境，从技术创新、结构优化等角度来达到发展方式转型的目的。并且，王雅莉等[7]发现，不同试点政策对低碳经济发展的推动效果存在差异，其中碳排放权交易政策的推动效果最为明显，其次是创新型城市试点政策，然后再是低碳城市政策，环境保护重点监控政策的碳减排效果最弱。试点城市建设除了能减少碳排放外，还能提升空气质量[8]，降低城市的雾霾污染[9-10]，从而改善城市生态环境。
关于社会效益层面，学术界多聚焦于试点政策对技术创新、产业结构以及经济增长等方面的研究。郭丰等[11]发现低碳城市建设能提升试点城市的绿色技术创新水平，其主要通过增加科技人才和缓解融资约束来实现。武力超[12]通过PSM-DID检验发现，创新型城市建设能显著促进试点城市创新绩效的提升，但对绿色创新绩效的促进作用并不明显。逯进[13]和胡兆廉[14]分别实证发现低碳城市和创新型城市建设能促进试点地区产业结构优化升级。聂长飞等[15]发现创新型试点政策能显著提升城市的经济增长质量。王晓等[16]研究发现创新型城市建设增强了试点城市的经济韧性。韦东明等[17]利用双重差分法实证检验了低碳城市建设对地区绿色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其中，关于环境经济政策对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方面，佘硕[18]、赵振智[19]、刘曙光[20]研究发现低碳试点城市建设和创新型试点城市建设都能显著促进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增长。王亚飞从产业集聚的视角探究了低碳城市试点政策对绿色经济的影响[21]。聂长飞在DEA框架下，运用GML生产率指数测度了我国283个城市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实证检验了创新型城市建设有利于我国经济的绿色转型[22]。在对其影响机制进行分析时，学者们大多认为试点城市主要通过绿色技术创新和优化产业结构来释放政策效应[23-24]。
尽管学者们对低碳城市试点政策和创新型城市试点政策的作用效果做了丰富的研究和探讨，但现有研究仍存在进步空间。首先，目前学术界主要集中于研究某个单试点政策的实施效果，鲜有研究讨论低碳城市试点政策与创新型城市试点政策的协同作用。国内外仅苏涛勇和XiuFan Zhang从碳排放的视角，研究了双试点政策的作用效果[25-26]。其次，关于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研究，现有文献大多从技术创新[27]、产业结构[28]、能源效率[29]以及资源禀赋[30]等方面出发，而关于政府政策对绿色经济驱动效果的研究较少。因此，为了填补以往文献的不足，本文可能存在的边际贡献主要有如下几方面：首先，研究内容上，本文实证分析了低碳城市和创新型城市双试点政策对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尽管已有学者分别从低碳城市试点政策和创新城市试点政策研究了单一试点政策对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效果，但本文将两试点政策结合起来，探讨同时实施双试点政策对GTFP的影响情况，并进一步对比分析单试点政策与双试点政策的效果差异。第二，研究方法上，本文使用多期DID模型实证检验了双试点政策对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效果及其作用机制。由于样本城市政策实施时间存在差异，本文选择多期DID模型进行实证分析，内生性问题在一定程度上得到了缓解。第三，在实践意义上，我们为支持进一步推广双试点政策提供了经验证据，为推动我国高质量发展、加快发展方式绿色转型提供了一定的参考。
2理论分析与研究假设
2.1双试点政策对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促进作用
为推动绿色低碳发展和建设创新型国家，低碳试点城市和创新型试点城市出台了一系列政策和考核指标，这会对绿色经济的发展产生直接和间接的影响。一方面，低碳城市和创新型城市建设涵盖多项支持绿色经济发展的举措，对城市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增长产生直接影响。如，低碳城市试点在产业、金融、税收和技术推广等方面制定了促进低碳发展的政策，不断优化试点地区人才队伍建设；创新型城市试点将“加速经济发展方式转变”以及“推动经济社会协调可持续发展”作为主要任务，从税收政策、政府采购政策、科技金融政策等方面，加大营造激励创新的良好环境。各试点城市以此为指导，根据自身要素禀赋、产业结构、区位优势以及经济发展水平等基础条件，探寻出各具优势特色的绿色经济发展路径，这能对试点城市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提升产生重要影响。并且，政府官员出于政绩考虑，也会积极落实双试点项目，加大碳减排和技术创新的力度，推动低碳产业和高新技术产业的发展，实现经济绿色转型。另一方面，在经济转型过程中，政策是外在的驱动力，而科技创新则为其提供由下至上的内部力量[20]。低碳城市和创新型试点城市会通过指标考核倒逼区域进行绿色技术创新，从而培育低能耗、可持续的高新技术产业，淘汰传统的高污染、高耗能的生产方式，从而促进城市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提高。
相较于单试点政策对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促进作用，进一步成为双试点城市后对绿色经济发展的促进作用可能会更强。对于创新型城市而言，若再进一步成为低碳城市，可在城市后续发展中将绿色低碳作为技术创新的目标，提高城市资源利用效率、降低企业生产污染的排放，实现城市绿色经济的增长。而对于低碳城市而言，若再进一步成为创新型城市，能加快城市绿色转型的速度，提高城市的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因此，低碳城市和创新型城市试点政策都能促进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提升，且两者可能存在协同作用。因此，本文提出如下假设：
假设H1:双试点政策能促进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增长。
2.2双试点政策对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作用路径
2.2.1结构效应
低碳城市试点政策的实施，能从“污染迁移效应”、“环境壁垒效应”以及“资源配置效应”三方面优化试点城市的产业结构，如图1所示。首先，试点城市中的部分企业会在政策冲击下主动采取措施进行转型升级。同时，随着低碳试点政策的不断推进和完善，试点城市中高污染、高排放企业会面临高额的环境成本，利润空间随之减小，从而很难在试点地区存活。因此，为了缓解严格的环境约束、降低成本、提高利润，“两高”企业可能会在政策压力下选择迁移到非试点城市，降低其在整个产业规模中的比重，促使试点地区产业结构不断优化升级。其次，在低碳城市建设中，需要对试点地区进行各项绩效评估，目标约束将迫使政府重点发展低碳产业，淘汰落后产能，实行更加严格的行业进入标准，形成一定的进入壁垒，高污染性企业会因此望而却步，舍弃试点城市，从而优化试点地区的产业结构。最后，试点城市为实现节能降耗和经济增长等多重目标，会将政策红利向清洁型产业靠近，从而引发生产要素向低碳部门转移，实现资源再配置，推动试点地区产业结构升级。
创新型试点政策是政府主导的政策工具，主要由政府制定一系列规划措施推动政策的落地。科技部在2010年发布的《关于进一步推进创新型城市试点工作的指导意见》明确指出，试点城市要加强自主创新能力的提高，对试点城市产业结构进行调整和优化，在利用高新技术促进三次产业协同发展的同时，提高传统产业的技术含量，增强其竞争能力，实现劳动密集型产业数字化升级，进而加快经济发展方式转变。在监测和评估试点城市的系列指标中，“高技术产业产值占工业产值的比重”、“科学技术财政支出占财政支出的比重”、“万元GDP综合能耗”等指标将倒逼试点城市更加努力改造传统产业、培育创新型产业和低碳产业，助推产业结构优化升级。
根据上面阐述，在双试点政策的影响下，地区的产业结构会更加趋于合理化和高级化，由此所带来的“结构红利”将对我国经济发展起到更大的促进作用，实现城市GTFP的快速增长。一方面，产业结构合理化有利于推动产业分工的细化以及合作的专业化，促进不同生产要素、不同经济部门以及经济与环境的协调，实现区域绿色经济增长的目标。另一方面，产业结构高级化主要表现为主导产业由第一产业向二三产业转型，并逐渐形成由第三产业主导的产业群。现代服务业和高新技术产业因其知识密集度高、产品附加值高、生产率水平高等特点，能减少对能源与物质资源的依赖，降低污染排放，在实现经济增长的同时改善环境，进而推动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提升。因此，本文提出如下假设：
假设H2:双试点政策能通过优化产业结构促进城市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提升。
2.2.2技术效应
低碳试点城市会从“成本效应”与“创新补偿效应”两方面提高城市绿色技术创新水平。试点城市会对企业的过度排放加以制裁，增加企业的环境成本。比如，政府会将减排任务下放给试点地区的各个企业，对各试点企业形成目标约束，监管单位会对企业的减排工作进行指标考核，对超标的企业采取相应的惩罚措施。因此，为了降低排污成本，强制性治理措施可以倒逼企业进行绿色技术创新。同时，低碳城市试点政策还会通过设立低碳发展基金、金融杠杆和优化人才引进政策等方式鼓励企业进行绿色技术创新，提高城市自主创新能力。
创新型试点政策首先通过“政府引领效应”促进试点城市绿色技术创新。为了建设创新型城市，政府会加大创新投入力度，财政支持科技创新活动基础设施建设，优化创新创业环境，为绿色技术创新提供条件和保障。同时，试点城市会进一步强化企业主体地位，鼓励企业进行绿色技术创新。其次，创新型试点城市建设还会通过促进金融与产业的结合，加大对绿色技术创新的融资力度。试点政策包括构建创新型城市金融服务体系的一系列措施，具体内容有：建立多维度的科技创新投融资体系，加强对高新技术企业的信贷保障等。这些举措不但能够为环保技术革新提供足够的财务支持，而且能够帮助公司实现风险的多元化。另一方面，试点城市还可通过“人才集聚效应”促进当地绿色技术创新。科技创新的主要承担者是人，提高人力资本水平是建设创新型城市的重要保障。与非试点城市相比，试点城市的人才引进水平更强，其通过不断吸引高水平人才集聚，从而提升区域总体绿色创新水平。
双试点城市建设不仅能通过绿色技术创新提升资源利用效率，还能改变高成本、高能耗的粗放式经济增长模式，促进城市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提升，为实现经济与环境兼顾的高质量发展提供新动能。因此，本文提出如下假设：

假设H3：双试点政策能通过提高绿色创新能力促进城市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提升。
图1　双试点城市建设对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作用路径
3研究设计
3.1模型构建
双重差分法因其能够通过检验实验组与对照组在政策执行前后的差别来对政策效果进行评估，因此现如今被广泛应用于政策效果评估类的实证研究中。本文将低碳城市和创新型城市双试点作为一项准自然实验，利用双试点政策在不同城市和试点年份上的差异，使用多期DID模型实证分析双试点城市建设对GTFP的影响情况，即考察双试点城市与非双试点城市的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在政策实施前后的差异。具体模型构建如下：
      （1）
其中，i表示城市，t表示年份。为被解释变量，即城市i在t年时的绿色全要素生产率。为本文核心解释变量，表示城市是否实施双试点政策，若城市i在t年同时满足低碳城市和创新型城市试点，则取值为1，反之为0。为一系列控制变量。和则分别代表年份虚拟变量和城市虚拟变量，用以控制年份和城市固定效应。为不可观测的随机误差项。
3.2变量选取
3.2.1被解释变量
本文的被解释变量为绿色全要素生产率（GTFP）。为了克服变量松弛、跨期比对等难题，本文借鉴余奕杉和卫平[31]的做法，采用包括“能源消耗”和“预期产出”的超效率SBM模型，并以全局参比的GML指数测算了中国2007—2020年282个城市历年GTFP。其中，投入指标包括劳动力、资本和能源投入，产出指标包括期望产出和非期望产出。具体的各投入产出指标如表1所示。
表1  绿色全要素生产率指标含义与测量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投入指标
	劳动力投入
	市辖区当年从业人数

	
	资本投入
	采用永续盘存法计算资本存量来衡量资本投入情况，公式是，其中和表示城市i在t年的资本存量，代表城市i在t年的折旧率，为城市i在t年固定资产投资总量

	
	能源投入
	全年用电总量

	期望产出指标
	经济产出
	以2006年不变价格计算的GDP

	非期望产出
	工业SO2排放量
	

	
	工业废水排放量
	

	
	工业烟尘排放量
	


3.2.2核心解释变量
本文采用虚拟变量来表示某城市是否同时为低碳城市和创新型城市双试点城市，即若城市i在t年之后同时为低碳城市和创新型城市双试点，则取值为1，反之取值为0。为了促进低碳发展，国家发改委在2010年推行了第一批低碳试点省份和城市，并随后于2012年和2017年开展了第二批和第三批低碳城市试点。本文参考张华[1]和宋弘等[8]的做法，将首批低碳试点中的广东、湖北、辽宁、陕西、云南五个省份和第二批试点的海南省的全部城市视为试点城市，若第二批试点城市也曾出现在第一批试点省份中，则将该城市试点年份设定为2010年。2008年，深圳成为我国首个创新型试点城市，紧接着我国于2010年、2011年、2012年、2013年和2018年先后设立了78个创新型试点城市。在将低碳城市试点名单与创新型城市试点名单进行匹配后发现，全国共有47个城市实行了双试点政策，即这47个城市为本文的实验组，如表2所示。考虑到数据的可获得性，本文剔除了数据严重缺失的部分城市，文中仅包含282个城市，其中低碳城市为123个，创新型城市为75个。
表2 双试点城市名单
	成为双试点城市年份
	东部
	中部
	西部

	2010
	厦门、广州、深圳、大连、沈阳、天津、杭州
	武汉、南昌
	贵阳、宝鸡、西安、昆明、重庆

	2012
	北京、海口、秦皇岛、石家庄、苏州、镇江、青岛、上海、宁波
	景德镇
	乌鲁木齐

	2013
	
	襄阳、宜昌
	遵义

	2017
	常州、南京、济南、烟台、嘉兴
	合肥、长沙
	兰州、银川、西宁、成都

	2018
	东莞、佛山、潍坊、金华
	株洲、吉林
	汉中、玉溪


3.2.3中介变量
在研究双试点政策对城市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作用路径时，本文分析了绿色技术创新与产业结构升级的影响机制。其中，本文用城市当年绿色专利获得情况衡量其绿色技术创新水平。由于绿色外观专利对城市技术创新带来的实质性帮助不大，所以本文只考虑绿色发明专利和绿色实用型专利的获得情况。由于部分城市当年绿色专利授权数存在为0的情况，本文将城市当年绿色专利获得数加一后再取对数表示。
产业结构优化升级包括产业结构高级化和产业结构合理化。其中，产业结构高级化（advance）借鉴付凌晖[32]的方法构建城市产业结构高级化的经济指标。关于产业结构合理化（rational），本文参照袁航[33]的做法，使用泰勒指数，并根据如下公式测算出各地区产业结构合理化程度。
                            （2）
式（2）中，Y代表产值，L代表就业量，i代表产业，和分别表示一二三产业的产值占当地总产值的比重，以及一二三产业从业人员占总从业人数的比重。
3.2.4控制变量
参考其他类似文献[34]，本文选用如下控制变量：经济发展水平（lnpgdp)、金融发展水平（finance）、城镇化水平（urban）、政府干预程度（gov）以及对外开放水平（fdi）。其中，经济发展水平，参考林柏强[35]、任亚运[36]的做法，用人均GDP的对数表示地区的经济发展水平。金融发展水平用城市金融存贷款余额占GDP的比重衡量。城镇化水平用年末城镇人口与城市常住人口的比重衡量。政府干预程度参考林柏强[35]的做法，用政府财政支出占GDP的比重衡量。对外开放程度用各城市实际利用外资金额占GDP的比重表示。本文使用的主要变量及定义见表3。
表3 变量名称
	类别
	变量名称
	变量符号
	变量定义

	被解释变量
	绿色全要素生产率
	GTFP
	绿色全要素生产率指数

	解释变量
	双试点政策
	did
	城市为低碳城市和创新型城市双试点时，取值为1，反之取值为0

	中介变量
	绿色技术创新
	GTI
	绿色发明专利与绿色实用型专利加一后取对数

	
	产业结构高级化
	advance
	参考付凌晖[32]的做法构建产业结构高级化指标

	
	产业结构合理化
	rational
	泰勒指数

	
控制变量
	经济发展水平
	lnpgdp
	人均GDP的对数

	
	金融发展水平
	finance
	城市金融存贷款余额占GDP的比重

	
	城镇化水平
	urban
	年末城镇人口与城市常住人口的比重

	
	政府干预程度
	gov
	政府财政支出占GDP的比重

	
	对外开放水平
	fdi
	城市实际利用外资占GDP的比重


3.3数据来源
本文选取2007—2020年282个城市的面板数据作为研究对象，其中实验组为47个城市，对照组为其余的235个非双试点城市。低碳城市试点名单来自国家发改委网站，创新型城市试点名单来自国家科技部网站，绿色专利相关数据来源于CNRDS数据库，其余数据主要来自《中国城市统计年鉴》、《中国区域统计年鉴》、《中国能源统计年鉴》等，对于个别缺失数据采用插值法进行填补。
4实证结果与分析
4.1基准回归结果
表4报告了双试点政策对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估计结果。模型（1）为未加入控制变量时的回归结果，did的估计系数在1%的显著性水平上为正，初步验证了双试点城市建设能显著促进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提升。模型（2）—（6）为依次加入城镇化水平等控制变量后的回归模型。结果显示，双试点政策虚拟变量的回归系数和显著性水平均未发生明显的变化，且均在1%的显著性水平上为正，进一步说明了双试点城市建设能推动城市经济绿色转型。其中，模型（6）的回归结果表明，在其他条件相同的前提下，相对于非双试点城市，双试点城市的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平均提高了1.40%，即假设1：“双试点政策能促进试点城市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提升”得到初步验证。
表4 基准回归结果
	变量
	(1)
	(2)
	(3)
	(4)
	(5)
	(6)

	
	GTFP
	GTF
	GTF
	GTF
	GTF
	GTF

	did
	0.016***
	0.015***
	0.015***
	0.015***
	0.015***
	0.014***

	
	(3.589)
	(3.699)
	(3.694)
	(3.616)
	(3.606)
	(3.269)

	urban
	
	-0.024
	-0.030
	-0.031
	-0.032
	-0.028

	
	
	(-0.901)
	(-1.140)
	(-1.170)
	(-1.158)
	(-1.045)

	finance
	
	
	-0.007***
	-0.006**
	-0.006**
	-0.006***

	
	
	
	(-2.903)
	(-2.548)
	(-2.589)
	(-3.015)

	gov
	
	
	
	-0.024**
	-0.024**
	-0.019**

	
	
	
	
	(-2.364)
	(-2.341)
	(-2.038)

	lnpgdp
	
	
	
	
	0.002
	0.001

	
	
	
	
	
	(0.042)
	(0.300)

	fdi
	
	
	
	
	
	-0.270***

	
	
	
	
	
	
	(-2.935)

	常数项
	0.988***
	0.999***
	1.014***
	1.014***
	1.012***
	1.009***

	
	(529.472)
	(81.597)
	(70.626)
	(70.872)
	(27.799)
	(28.650)

	年份固定
	YES
	YES
	YES
	YES
	YES
	YES

	时间固定
	YES
	YES
	YES
	YES
	YES
	YES

	N
	3 948
	3 948
	3 948
	3 948
	3 948
	3 948

	
	0.112
	0.112
	0.114
	0.115
	0.115
	0.118


注：1）***、**、*分别表示在1%、5%、10%统计学意义上显著，下同；1）括号内的数值为聚类稳健标准误，下同。
4.2稳健性检验
    4.2.1平行趋势检验
在运用多期DID方法进行估计时，首先需通过平行趋势检验，即在政策执行之前，实验组和对照组的变化趋势是一致的。本文参考Mcgavock T[37]的做法，基于事件研究法考察平行趋势假设以及双试点政策是否在启动前后存在显著差异。
检验结果如图2所示，在双试点政策实施前三年到实施后两年其回归系数均未通过显著性检验，这意味着在政策启动前，实验组与控制组并不存在显著差异，双试点城市与非双试点城市的GTFP变动趋势大致相同，即通过平行趋势假设，满足使用多期DID的前提条件。而从双试点政策实施后的第三年开始，回归系数开始在10%的显著性水平下为正，表明相对于非双试点城市，双试点政策对城市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具有正向影响，且系数呈上升趋势，能够显著促进试点城市GTFP的提升。
[image: ]
图2  平行趋势检验图
4.2.2安慰剂检验
在多期DID模型中实验组受到政策冲击的时间不同，为了检验基准结果的稳健性，本文进行安慰剂检验。具体地，本文从282个城市中随机选取47个城市作为实验组，并对实验组随机匹配政策冲击年份，从而构建新的虚拟交互项DID。进一步根据式（1），重复模拟5 000次实验，得到估计系数分布图。如图3所示，虚拟估计系数都分布在0附近，与真实系数0.014相距较远，且大多估计系数的P值大于0.1，多为不显著。由此可见，双试点政策对城市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促进作用并未受到其他非观测因素的影响，基准回归结果得到进一步的验证。
[image: ]
图3  安慰剂检验结果
4.2.3PSM-DID
由于在建设双试点城市过程中，国家可能会将城市资源禀赋、自主创新能力、经济发展水平以及区域辐射能力作为试点城市的选择依据，这就会引起选择性偏差的问题，最后致使基准回归结果出现偏误。为缓解选择偏误所带来的内生性问题，本文采用了PSM-DID方法对基准回归结果的稳健性进行检验。具体而言，以绿色全要素生产率为结果变量，以城镇化水平（urban）、金融发展（finance）、经济发展水平(pgdp)、政府干预程度(gov)和对外开放水平(fdi)作为匹配变量，使用logit模型计算倾向得分，按照一对一近邻匹配法进行匹配。最后再对匹配后的样本进行重新估计，其回归结果如表5第（1）列所示，在加入全部控制变量后，did的估计系数在5%显著性水平上显著为正，进而说明双试点政策能够促进试点地区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提升。从政策的实施效果来看，PSM-DID方法得到的估计系数略小于基准回归得到的0.014，这对本文的主要结论影响并不大。
4.2.4其他稳健性检验
第一，解释变量滞后。考虑到双试点政策对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存在滞后性，本文将所有解释变量分别滞后一期和滞后两期再进行基准回归。表5第（2）—（3）列结果表明，在对所有解释变量滞后一期和两期后，双试点城市的设立对城市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促进作用均通过了1%水平的显著性检验。
第二，改变样本容量。受限于数据的可获得性，本文选取了2007年到2020年的时间区间。而2018年设立的创新型试点城市有17个，其中有8个成为双试点城市。考虑到政策效应的滞后性，导致2018年双试点城市政策效果检验可能存在偏差。因此，本文将剔除2018年新增的8个双试点城市，将样本改为274个城市，其中实验组为39个。回归结果如表5第（4）列所示，改变样本容量后，双试点政策对城市GTFP的促进作用依旧显著为正。
第三，控制时间趋势。因为不同城市绿色全要素生产率随时间变动的趋势可能存在较大差异，所以在回归中加入时间趋势项以控制时间趋势对回归结果的影响。根据表5第（5）列所示，在控制时间趋势项后，双试点城市建设仍能促进GTFP的提升，进一步证实了基准回归结果的可靠性。
表5  稳健性检验
	变量
	（1）
	（2）
	（3）
	（4）
	（5）

	
	PSM-DID
	滞后一期
	滞后两期
	改变样本容量
	控制时间趋势

	did
	0.011**
	0.019***
	0.023***
	0.014***
	0.011***

	
	(2.253)
	(3.767)
	(3.320)
	(2.928)
	(2.661)

	控制变量
	YEE
	YES
	YES
	YES
	YES

	年份固定
	YES
	YES
	YES
	YES
	YES

	时间固定
	YES
	YES
	YES
	YES
	YES

	N
	3 102
	3 666
	3 384
	3 836
	3 948

	
	0.060
	0.112
	0.115
	0.123
	0.046


5异质性分析与机制检验
5.1异质性分析
为防止基于总体样本的分析可能掩盖双试点政策对不同城市绿色发展影响的潜在差异，因此本文将从城市区位与资源禀赋两方面考察双试点城市建设对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异质性影响。
5.1.1区位异质性
区域发展不平衡不充分的问题是中国长期以来面临的社会矛盾之一，为了分析双试点政策对绿色经济发展的促进作用是否存在区位异质性，首先按照地理位置将样本城市分为东、中、西部三大区域分别进行回归，进而探讨双试点政策在不同区位下的政策效应，回归结果如表6第（1）—（3）列所示。其中，只有东部城市的did系数显著为正，中部和西部城市的系数为正，但都不显著。这意味着东部地区通过双试点政策能显著促进地区绿色经济的发展，而中西部地区的绿色发展效应并不显著。可能的原因在于，东部城市整体经济发展水平较高，基础设施相对完善，产业结构也更加合理，其不仅具备绿色转型升级的良好基础，还在吸引优质要素流入方面具有比较优势。较东部而言，中西部城市技术基础相对薄弱，绿色发展动力不足，环境规制并不能促进其进行绿色技术创新，相反还可能对试点城市研发投入产生“挤出效应”，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增长并不突出。同时中西部城市为了大力发展经济，可能成为东部污染性企业的“避难所”，从而加重环境负担。因此，在双试点政策的冲击下，东部城市能加快绿色技术和创新要素的积累，从而推动绿色经济的高速发展。
5.1.2资源异质性
因为资源型城市和非资源城市在资源种类、要素禀赋和利用水平等方面都有着差异，因此，在创建双试点城市的过程中，资源型城市和非资源型城市所面对的压力也不尽相同，它们的政策实施效果也会有很大的差别。为了检验双试点政策对资源型城市和非资源型城市的政策效应的作用强度是否一致，本文将根据《全国资源型城市可持续发展规划(2013—2020)》对城市的分类，将282个样本城市分为114个资源型城市和168个非资源型城市分别进行回归分析。回归结果如表6第（4）—（5）列所示。其中，非资源型城市的did系数为0.014，且在1%的显著性水平上显著，而资源型城市的系数并不显著。这说明相对于资源型城市，双试点政策对非资源型城市GTFP的提升作用更为明显。这是因为资源型城市的经济发展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自身资源，特别是煤炭、油、天然气等传统能源。而这些城市在早期的生产过程中，由于受到物质基础和技术力量等因素的限制，存在资源利用效率低下、环境污染严重等问题。因此这些同时成为低碳和创新型双试点的资源型城市在建设初期由于碳排放基数大、技术基础薄弱而面临着更艰巨的减排任务和创新任务，双试点城市建设所带来的巨大压力和挑战导致资源型试点城市的政策实施效果不佳，从而对其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促进作用并不明显。
表6  异质性检验
	
变量
	(1)
	(2)
	(3)
	(4)
	(5)

	
	东部
	中部
	西部
	资源型
	非资源型

	did
	0.020***
	0.007
	0.002
	0.017
	0.014***

	
	(3.263)
	(0.985)
	(0.522)
	(1.487)
	(3.139)

	_cons
	0.824***
	1.095***
	1.004***
	0.983***
	0.978***

	
	(8.465)
	(16.703)
	(36.365)
	(32.721)
	(14.890)

	控制变量
	YES
	YES
	YES
	YES
	YES

	年份固定
	YES
	YES
	YES
	YES
	YES

	时间固定
	YES
	YES
	YES
	YES
	YES

	N
	1 400
	1 694
	854
	1 596
	2 352

	R2
	0.113
	0.154
	0.108
	0.132
	0.115


5.2机制检验
基于前文理论部分所述，双试点政策可能通过绿色技术创新和优化产业结构两方面促进城市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提升。为了进一步对影响机制进行实证检验，本文借鉴徐佳[38]的做法，构建如下模型。
                         （3）
其中Mediator代表中介变量，包括绿色技术创新水平（GTI）、产业结构高级化（advance）以及产业结构合理化（rational）；其余变量含义与式（1）相同，不再赘述。本部分主要关注的是交互项系数，若系数显著为正，则表明双试点政策对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促进作用在绿色技术创新水平更高或者优化产业结构水平较高的地区更为显著，从而验证双试点政策促进城市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提升是通过提高绿色技术创新水平和优化产业结构的路径进行传导。
回归结果如表7所示。其中第（1）列显示了绿色技术创新发展路径的结果，后两列则显示了优化产业结构路径的结果。首先就绿色技术创新而言，其交互项系数在5%的水平上显著为正。这表明，双试点政策促进绿色全要素生产率提升这一作用在绿色技术发展水平高的地区更为显著。即在同时成为低碳城市和创新型城市双试点背景下，各地区通过增强自身绿色技术创新能力，进而推动经济绿色转型。其次就产业结构升级而言，根据表7第（2）列和第（3）列回归结果显示，did与产业结构合理化的交互项系数为负，但并不显著，而与产业结构高级化的交互项系数显著为正，说明在当前研究背景下，双试点政策并未通过影响产业结构合理化推动地区经济绿色转型，而实现产业结构高级化是双试点政策推动城市绿色发展的主要渠道。由此假设H2和假设H3得以验证。
表7 机制检验
	变量
	（1）
	（2）
	（3）

	
	绿色技术创新
	产业结构合理化
	产业结构高级化

	did*GTI
	0.010**
	
	

	
	(2.512)
	
	

	did*rational
	
	-0.029
	

	
	
	(-1.133)
	

	did*advance
	
	
	0.019**

	
	
	
	(2.519)

	_cons
	0.999***
	1.006***
	0.998***

	
	(29.406)
	(28.622)
	(28.428)

	控制变量
	YES
	YES
	YES

	年份固定
	YES
	YES
	YES

	城市固定
	YES
	YES
	YES

	N
	3 948
	3 948
	3 948

	R2
	0.123
	0.118
	0.125


5.3低碳城市与创新型城市双试点的协同作用
通过文献梳理可以得到，低碳城市试点政策和创新型城市试点政策都能促进GTFP的增长，然而有关双试点城市建设的政策效果评估的文献存在不足。因此，为了探讨双试点城市建设是否比单试点城市建设更有效，本文将研究创新型城市试点与低碳城市试点政策的协同效应。具体做法如下：本文将对样本重新选择，删掉既非低碳试点也非创新型试点的样本，只保留单试点和双试点城市。随后，再根据式（1）对解释变量不滞后、滞后1期、滞后2期分别进行回归。此时的did系数表示低碳或创新型单试点城市成为双试点城市对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净影响效应。结果如表8所示，在加入全部控制变量后，单试点城市成为双试点城市能显著促进GTFP的提升。并且，在对解释变量滞后1期和滞后2期后，其回归系数依旧在1%的显著性水平上为正。由此可得，双试点政策比单试点政策更能促进地区绿色经济的发展。
表8 双试点与单试点对比分析
	变量
	(1)
	(2)
	(3)

	
	不滞后
	滞后1期
	滞后2期

	did
	0.015***
	0.022***
	0.028***

	
	(3.496)
	(3.597)
	(3.268)

	_cons
	0.819***
	1.030***
	0.986***

	
	(10.107)
	(8.394)
	(10.169)

	控制变量
	YES
	YES
	YES

	年份固定
	YES
	YES
	YES

	城市固定
	YES
	YES
	YES

	N
	2 114
	1 885
	1 734

	
	0.118
	0.111
	0.115


6结论与建议
6.1结论
创新型城市建设和低碳城市建设已逾十年，其对我国技术、经济以及环境等方面产生了巨大影响，为进一步推动我国经济绿色转型注入了新动力。然而，现有文献大多聚焦于单一试点政策的研究，鲜有学者从双试点城市建设出发，探讨低碳城市和创新型城市双试点政策是否比单试点政策更有效。鉴于此，本文利用2007年—2020年282个城市的面板数据，使用多期DID模型实证考察了低碳城市和创新型城市双试点城市建设对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情况，并采用安慰剂、PSM-DID、控制时间趋势以及滞后解释变量等方法对回归结果进行稳健性检验。研究结果表明：（1）低碳城市和创新型城市双试点政策能促进试点地区GTFP提升，实现了“波特假说”中环境与经济双赢的局面。并且与单试点政策相比，双试点政策对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促进作用更加明显，即在助推城市绿色发展方面，低碳城市试点政策与创新型城市试点政策存在协同作用，满足以“低碳”为目标，创新为驱动力的发展策略。（2）双试点城市建设对地区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促进作用存在滞后性，实证分析显示基本上双试点政策实施后的第三年绿色发展效应才发挥其功效。（3）机制分析表明，产业结构高级化和绿色技术创新是双试点政策推动城市绿色发展的主要路径，而产业结构合理化的机制作用并不明显。（4）双试点城市建设对不同类型城市GTFP的影响具有异质性。总体而言，双试点政策对东部城市和非资源型城市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促进作用更加显著，而中西部城市和资源型城市未能实现环境与经济双赢的目标，绿色发展效应并未体现。
6.2建议
基于研究结论，本文提出以下政策启示：（1）应通过总结试点经验、形成经典案例等方式，继续扩大双试点城市辐射范围，发挥低碳城市试点政策与创新型城市试点政策的协同作用，以创新驱动为引领，进一步推动城市绿色低碳发展。此外，政府在加强对低碳城市与创新型城市试点政策协同效应的关注时，还应充分考虑其他多政策因素对地区绿色发展效应的影响，如创新型试点政策、低碳城市试点政策与“智慧型城市”、碳排放权交易试点政策等其他政策的有机结合。（2）探索出双试点城市建设促进经济绿色转型的多维路径。对于双试点城市而言，政府要充分发挥引领效应，加大创新投入力度，优化创新创业环境，通过加速引进创新型人才、培育本土人才等途径为绿色创新打好基础。同时政府要有针对性地制定科学的产业政策，在有效推动产业结构朝着高级化发展的同时，更应该助推产业分工细化与专业化，实现经济与环境的协调，发挥产业结构合理化对经济绿色转型的促进作用。因此，对于具有良好创新基础设施的创新型城市以及拥有强大创新动力的低碳城市来说，应该充分发挥其优势，大力发展技术创新、优化产业结构，通过多渠道实现经济绿色转型。（3）在不同特征城市的绿色经济提升方面，要坚持因地制宜、因城施策的原则。研究结果显示双试点政策对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促进作用在东部城市和非资源型城市更为有效。因此，对于经济水平靠后的中西部城市来说，要鼓励其在大力发展经济的同时注重生态环境的改善，以政策引导为核心吸引更多高新技术企业的转移，将东部地区城市的成功经验引入到政策效应尚未充分发挥的中西部城市；而对于资源型城市来说，要加强地区科技发展基础设施的建设，减少对传统能源的依赖，提升资源利用效率，探索出有效的经济增长模式，以更好地实现经济发展绿色转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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